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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他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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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外语学院,山东 日照276826)

  摘 要:在男性视角下,《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形象特征是依附性的。女性在剧中的情场、商
场和官场的行动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主权地位而存在,是男性作奸犯科的诱因,
本身充满了不稳定的自我意识。相对于男性主体地位而言,剧中的女性依旧是男性主权话语体系

中的“他者”,是被边缘化和客体化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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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17年《人民的名义》首映以来,其以反腐为

核心的主题,鲜明的人物性格及情节张力,引发了受

众的持续热议。作品以反腐为叙事动力,以揭露腐

败、匡扶正义、寻求真相为叙事主线,将正义与犯罪、
善良与邪恶、真诚与虚伪的矛盾冲突最大限度地呈

现出来,建构了高层官员日常活动的官场、情场和商

场这三种不同的叙事空间,集中展现了权利、地位、
金钱世界中女性的生存状态。这些女性拥有不同的

社会文化背景,伦理观和价值观取向各异,选择的人

生道路也各自不同。在男性视角下,剧中的女性形

象客观上呈现出“他者”的历时性特点,折射出现代

社会中女性的身份特征。
“他者”是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一个关键词,描述

了二元对立状态下的一种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深厚

的哲学渊源。古希腊时,柏拉图就曾经用“男人和女

人,自由人和奴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怎样的身

份,该说怎样话”[1](P16)来阐释这种对立统一关系。
黑格尔曾经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来解析“他者”的内

涵:“对于主人而言,奴隶就是‘他者’,‘他者’的存在

确立了主体的意识,主体的权威得以确立,他者的显

现对构成‘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2](P127-128)萨
特认为,他人意识的出现导致自我意识的显现,“他
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们都强调了“他者”对于

主体以及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的本体意义,是发生

学维度上的哲学观念。在后殖民主义话语体系里,
“他者”是与文明、主流、正宗以及自我等概念相对立

的。如果对这一概念内涵的外延加以扩展,这便意

味着,所谓“他者”,其实就是弱势一方相对于强势一

方的对照性存在。换言之,这种状态反映了占主流

地位的话语体系对于非主流地位话语体系的一种操

控和影响,“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

挤的状况”〔3〕。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相对于男性来

说就是“他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理论,
就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两性关系逐渐被定位为充实

与亏空、力量与温柔、主动与被动、理性与感性、光明

与黑暗、逻辑与混乱等二元对立关系”[3]。严格意义

上说,“他者”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存在状态,有了“他
者”才有了所谓的主流、主体性等概念的实际意义,
而这种对立正是“他者”理论的逻辑支点。在《人民

的名义》中,女性的角色特点是在男性视野中呈现出

来的。相对于男性的强势和主体地位而言,无论是

在经济上还是在婚姻中,女性始终是弱势和带有依

附性的。她们物质层面的不独立,与其精神层面的

依附性是一致的。本文即以“他者”理论为依托,将
《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角色置于男性话语体系中予

以适度剖析,以探讨她们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

地位,分析当前电影叙事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进而对

当代社会女性权利的主张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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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女性“他者”的存在形式

《人民的名义》的叙事主题集中关注权力、财富

以及美色交织下的社会百态,聚焦于男性与女性之

间的角色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走捷径的底层人物以及大龄剩女,
便是《人民的名义》中男性视角下所呈现出来的女性

形象。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剧中的欧阳菁、梁璐和吴

慧芳,虽然一位是国有银行的行长,一位是高校老

师,一位是大学里研究明史的专家,但这些人都拥有

一个共同的身份:高官家属。欧阳菁是市委书记的

妻子,她的升迁离不开市委书记夫人这一光环。梁

璐既是省公安厅长的妻子,又是高干家庭出身的大

小姐,父亲曾经是高级官员。吴慧芳是省政法委书

记的妻子,一个令人尊重的高级知识分子。丈夫的

仕途名声为她的身份增色不少,而她也乐于享受这

种身份给她带来的种种益处。这三个人,都不幸遭

遇了不同形式的婚姻危机。面对婚姻中的背叛和伤

害,她们又都毫不例外地选择了姑息纵容,委曲求

全。因此,在以侯亮平为代表的男性看来,这些无法

摆脱男性权势而独立存在的女性,是当之无愧的“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

走捷径的底层人物。对剧中主要人物高小琴而

言,女性这一性别和贫苦渔民的底层出身身份,使她

成了“他者”中的“他者”,因此,她具有双重“他者”身
份。她身上的标签很多,人性的复杂在她身上得以

很好地体现出来。她是受害者。她聪明美丽却出身

贫寒。在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她被纨绔子

弟和不法奸商多次性侵,心理被扭曲。于是,她渴望

肉体纯洁和追求未来的梦想一起泯灭了。她一直生

活在灰色地带。曾经的伤害让她内心深处充满了自

卑,她想向善但是不相信自己还有恋爱和追求幸福

的权利。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害人者。
她以山水集团为基地,与祁同伟、赵瑞龙沆瀣一气,
作奸犯科,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甚至助纣为虐,非法

攫取与自己曾经同样是社会底层的民众的股权利

益。幸运的是,她收获了祁同伟的爱情,这是她灰暗

人生中的一丝光亮。她与祁同伟的爱是真诚的。同

样的出身,让他们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彼此依

靠,相互取暖。正因为如此,即便在落网之后,高小

琴依旧全力维护祁同伟。高小琴的成功和失败,充
分折射出出身底层,依靠走捷径获取成功的这类人

物的灰色人生。

婚姻市场上的大龄剩女。“剩”字本身就有被选

择被审视的意思,隐喻了女性被男性歧视和客体化

的被动地位。剧中的陆亦可是一个自立自强的现代

职业女性。她是典型的工作狂,一腔热血,满怀正

义,热爱反贪工作,一心维护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
她不媚俗,不从众,坚守自己的爱情原则。这样一个

优秀女性,却因为不够温柔浪漫,不符合男性的择偶

标准,成了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近年来网络词汇

大行其道,成功的女性往往被贴上“女汉子”“剩女”
“男人婆”这样的标签。这种词汇本身就是对女性的

一种歧视,是男性强权特征下人们对“软弱、温柔、依
附”这些女性特质的期待。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女

性开始参与社会发展,挑战一些行业、职业所谓的性

别禁区。当一些优秀的女性脱颖而出时,她们所面

临的舆情环境常常并不友好。这也间接说明了男权

社会对成功女性的排斥和抵制。“他者是危险的,并
构成了一种威胁。”[4](P37)当一个社会固有的模式受

到来自“他者”的冲击时,为捍卫原有的秩序,社会必

然会将“他者”边缘化和客体化,因此,社会对女性的

歧视随处可见。很显然,在当前语境下,女性要想取

得与男性一样的成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要比男性

多得多。
以男性视角塑造剧中的女性形象,剧中的女性

形象便呈现出了上述不同的类型,而要分析这些不

同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女性在特定叙事空间里的

不同表现,便需要对这些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
予以相应的解读。

  二、女性“他者”成因解析

《人民的名义》中的女性的存在感并不强,很多

时候,她们更像是男性身边的影子,是为了衬托男性

的主体地位和话语权势的。剧中女性“他者”地位的

形成,既与女性自我对男性的依附有关,更与集体无

意识下的红颜祸水观、女性对“他者”双重身份的认

知、女性历时性身份特征的传承有关。
女性自我对男性的依附。这部剧所塑造的并不

是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形象,而是自我依附于男性

的女性形象。高小琴来自社会底层,自始至终都在

寻找向上流动的通道。在男权话语体系下,没有任

何资源背景的她要想获取成功,所依托的只有自己

出众的容貌、聪明与隐忍的性格。“没有社会地位和

经济基础的女性只有通过依附男性,才有可能改变

自己的命运,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5](P139)高小琴

前期所谓的成功,实际上隐喻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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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吴慧芳们虽然是高级知识分

子,但是在遭遇背叛和伤害的时候,却无一例外地都

选择了维持现状,延续形式上的婚姻(欧阳菁和李达

康的离婚,是反腐情势所迫,并非本人真实意愿),以
便继续享受高级官员家属身份给她们带来的光环和

特权。如果说高小琴这类人对男性的依附尚有情可

原的话,那么,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欧阳菁、梁璐和吴

慧芳这些人,也选择依附在男权之上而不能做到真

正意义上的独立,这就令人不得不思考这种现象背

后的深层次原因。一个我们必须认可的现实是,这
些女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男性的权力。欧

阳菁如果不是市委书记的妻子,成为银行行长的概

率恐怕不会很高。梁璐如果失去了公安厅长夫人这

个头衔,她从小到大的优越感将不复存在。同样,吴
慧芳没有了省政法委书记夫人的身份,离婚后的她

肯定不能继续住在象征着权力的省委大院里,而她

在自己的单位会遭遇什么也可以想象得到。这种依

附性根源,就在于她们经济和社会上的不独立。这

就势必使她们成为婚姻中的弱势群体,并由此成为

实实在在的“他者”。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即便祁同

伟已经跟高小琴婚外生子,即使高育良已经和高小

凤隐婚,梁璐和吴慧芳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自尊而

委曲求全,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标签,那
就是女性,也是“他者”。

集体无意识下的红颜祸水观。《人民的名义》反
腐剧情尺度较大,很多素材据说都源于真实案例,整
个故事围绕反腐这条主线,让美色和权利裹挟其中,
以推动故事情节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在该剧中,高
育良从一个满腔热情的大学法学教授升迁为政府高

官,再一步步沦为阶下囚,在这一过程中,高小凤对

其人生轨迹的影响不可忽视;而祁同伟从一个人人

敬仰的缉毒英雄到公安厅长,再到畏罪自杀的逃犯,
在这一过程中,高小琴的推手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但事实上,祁同伟、高育良等人之所以走上犯罪道

路,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身政治立场不够坚定,信仰缺

失,道德沦丧,最终没有守住拒腐防变的底线,抵制

不住美色、权力和财富的诱惑。归根到底,这种堕落

还是个人的主观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下的社会

语境和文学批评动辄将高官的腐败与女性密切联系

起来,而没有挖掘其深层次成因,这是极不客观的。
剧中的红颜祸水观,其实是女性“他者”身份的一种

隐性体现,是红颜祸水历史观的远距离投射,展现的

是文学作品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东周灭亡,却
归咎于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而“烽火戏诸侯”。吴三

桂投降大清领清兵入山海关,则被文人演绎为“冲冠

一怒为红颜”。不少学者也往往将封建王朝更迭和

礼乐崩坍的原因归咎于美丽的女性。无独有偶,西
方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也随处可见,《圣经》里亚当和

夏娃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西方神话对女性的厌恶

和排斥。但红颜祸水观也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女性

是可以用自己的影响力来控制男性的。这也充分说

明,“他者”是可以影响和控制主体的,“他者”与主体

之间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实现转化,“他者”与“同者”
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效应。这似乎隐含了女性试图

藉此构建自身话语体系的一种下意识的尝试和努

力,虽然这是以一种消极方式而存在的。
女性对“他者”双重身份的认知。剧中的女性其

实一直都在试图摆脱自己“他者”的身份地位。她们

不断地与现实做各种抗争以自我救赎,因而表现出

明显的双重意识,尽管其“双重意识中常常会产生不

稳定的自我意识”[6](P468)。例如高小琴,一方面,她
痛恨权贵,更痛恨给自己带来伤害的不法奸商和纨

绔子弟,但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与其同流合污,沆瀣

一气;一方面她积极向上,拼命奋斗,希望藉此改变

自身和家庭现状,但另一方面,她对社会人生的认知

却产生了偏差,极度缺乏安全感。吴慧芳和梁璐这

类女性,一方面是高级知识分子,有着睿智的头脑和

体面的身份,珍惜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另一方面,她
们却又在婚姻的名义下接受丈夫的背叛,甚至违心

与其扮演恩爱夫妻,自欺欺人地维持所谓的面子。
她们有过抗争,也试图改变这种现状,例如吴慧芳,
虽然内心充满了羞辱和愤怒,但是为了不使女儿受

到伤害,为了能维持表面的尊严和地位,她最终还是

选择了自欺欺人,甚至为高育良的仕途发展出谋划

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不管是高小琴还是吴

慧芳,她们虽然身处“他者”地位,但都曾努力摆脱或

者改变她们的“他者”身份,只不过在尝试之后,最终

都以妥协或者失败而告终。在城市化大潮中,相对

于各种资源高度集中的城市而言,农村无疑是“他
者”。相对于生活在城市,具有原始积累的城市人来

说,那些离开原生土地来到城市打拼的农村人无疑

是“他者”。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女性”,更是“他
者”中的“他者”。“这种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

的感觉,夹缝中求生存的心理困境,不仅产生于个人

的心 理 失 调,也 产 生 于 文 化 移 位 造 成 的 心 理 创

伤。”[6](P468)可以说,这部剧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很大

程度上在于其所揭示的客观现实,以及由此所带有

的普遍的社会学意义。

·56·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1月

女性历时性身份特征的传承。在中国几千年的

父权制社会里,女性被桎梏在家庭里面,向外发展的

通道被阻断,相夫教子成为女性的天职。在这样的

文化背景下,当遭遇婚姻危机时,女性关注的重点,
便往往是下一代的感受和形式上的家庭团圆。因

此,很多女性为了不伤害家庭成员,更多地选择了委

曲求全以维持家庭的表面和谐,而很少主张自我权

利。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慧芳面对丈夫

的背叛和离婚的现实,却选择对女儿隐瞒自己的离

婚事实,尽力维持一个家庭形式上的完整。这反映

的其实是女性身份的历时性特征。可喜的是,时至

今日,越来越多的女性成为职业女性,在主流话语体

系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当然,如何主张女性的自

我权利,进而使其摆脱“他者”身份,这是一个深刻而

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他者’视角的观照下,女性主义者洞见了在

父权制社会中女性形象在影像文化中的‘他者’本
质。”[7]由此观之,这部剧所呈现出的女性形象,缺失

了真正的现代女性特质。不管是卑微的高小琴,还
是优越感十足的梁璐们,她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没有

实现真正的独立。一开始就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终
结了人性的尊严和婚姻的神圣,因而她们最终迷失

在名利和现实之中,沦为男性眼里的“他者”。无论

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迷失,还是身份认同的危机,
都显示了女性在这个社会文化语境中被弱化和被边

缘化的客观现实。本文认为,这部剧的剧情设置和

人物描述的立足点,正是当前社会中女性的“他者”

地位。其实,相对于处于权力中心、社会话语中心以

及家庭主导地位的男性来说,女性身上所谓被诟病

的利己主义特点和依附妥协性,实际上折射出的是

“他者”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本文以“他者”理论为依托,从男性视角出发,阐

释了《人民的名义》中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
在“他者”理论视野下,这部作品的女性形象,无一例

外地都指向“他者”形象。这充分说明了,现代女性

实现真正独立的道路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的这一

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丰富电影叙事作品的批评理

论与创作实践,对于女性权利的主张也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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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masculineperspective,thecharacteristicsoffemaleimageofIntheNameofPeo-
pleisadherent.Women’sbehaviorsintherealmoflove,businessandpoliticsallconveysuchinformation:

womenarelivingunderthepredominanceofmen,andtheyaretheinducementofmen’ssinsandfullof
unstableself-consciousness.Contrarytomen’spredominantstatus,womenarestill“theother”inmascu-
linespeechsystemandthesubjectsofmarginalizationandobj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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